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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规制智能转型的理论演进与实证检验
———基于苏州市经验

陈 波,曹 辉

(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,福州350002)

摘要:近年来,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经济的推进,环境规制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。通过对

现有文献的分析,梳理了环境规制从命令控制型向市场激励型、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型再到智能治理型的演化路

径,厘清其理论基础与制度逻辑,阐述了各阶段研究的特点、成果与不足。在此基础上,选取苏州市智能环境治理平

台建设为案例,基于准自然实验方法,实证检验智能治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。研究发现,智能治理

平台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执法强度,显著促进了环境治理绩效的持续改善,并展现出动态优化特征。最后,结合

实践挑战与未来趋势,提出了智能治理在环境规制体系中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建议。
关键词:环境规制;命令控制;市场激励;智能治理;制度演化

中图分类号:X32;F272.3  文献标志码:A  文章编号:1671-1807(2026)02-0193-07

收稿日期:2025-03-28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(72241410);福建农林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院开放课题项目(STW-

MSX23-08);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生态文明研究中心重大项目(FJ2022JDZ037)
作者简介:陈波(1999—),男,四川长宁人,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涉农企业经营与管理、区域经济:曹辉(1973—),男,

福建长汀人,博士,教授,研究方向为生态保护。

 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,生态环境

问题日益突显,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。
为实现“碳达峰”与“碳中和”目标,环境规制作为推

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,不断在理论与实

践中动态演进。
回顾环境规制的发展脉络,可以清晰地描绘其

“前世”轨迹:早期以命令控制型规制为主,政府依

靠直接行政手段设定排放标准与管控要求,具有强

制性与快速性的优势,但也存在执行成本高、信息

不对称严重等局限。随着市场机制引入,环境规制

逐步转向市场激励型路径,通过排污权交易、环境

税收等手段,提升资源配置效率,激励企业自主减

排。进入21世纪,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型规制兴

起,社会监督成为重要补充力量,环境治理体系更

加注重透明度与多元主体协作。进入“今生”阶段,
智能治理作为环境规制的重要创新模式日益受到

关注。借助新兴技术,环境数据采集实现实时化、
监管响应趋于精准化,政策执行具备了动态调整与

预警干预能力,智能治理不仅在技术手段上实现突

破,更在治理理念与体系结构上引发深刻变革。
尽管当前关于环境规制演变与智能治理转型

的研究不断丰富,但仍存在理论归纳与实际应用脱

节的问题。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变

迁与政策演化,对于智能治理背景下规制工具微观

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仍显不足。基于此,本文在系

统梳理环境规制演变逻辑与智能治理转型趋势的

基础上,以长三角地区苏州市为典型案例,利用准

自然实验方法,实证检验智能治理平台对环境治理

绩效的实际促进作用及其作用机制,最后结合当前

智能治理的发展瓶颈与趋势,提出未来环境规制体

系优化与创新的方向。

1 环境规制的历史演变与传统机理

1.1 命令控制型规制的兴起与机理分析

命令控制型规制,作为环境保护领域最早期的

主要形式之一,起源于20世纪中期,尤其是在西方

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实践中逐渐成型。20世纪六

七十年代,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严重的环

境污染问题,尤其是大气污染、水污染、土地退化等

现象日益严重,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空前高涨。
这一时期,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催生了政府加强干预

的需求,由于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失灵,政
府开始采取更加直接的干预措施,以“硬性”规定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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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污染者承担其环境责任。
命令控制型规制的机理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

的单向控制逻辑,其核心在于通过政府主导的强制

性规则直接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。首先,政府机构

基于环境目标制定明确的政策工具,如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、技术规范及环境禁令,以法律形式确立企业

行为的边界。随后,监管机构通过定期检查、环境

监测数据审核及违规处罚等手段,确保政策的有效

执行。在这一框架下,企业作为被规制对象,主要

通过安装污染治理设施、调整生产工艺或承担合规

成本等方式实现被动合规。从短期效果来看,命令

控制型规制能够迅速降低污染物排放,改善局部环

境质量,并因其规则明确而易于监管实施。然而,
从长期视角分析,该规制模式存在监管成本高、政
策灵活性不足、缺乏技术创新激励等问题。
1.2 市场激励型规制的出现与作用机制

在命令控制型规制逐渐暴露其局限性之后,特
别是在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时,市场激励型规

制应运而生。这一转变主要源自环境经济学理论

的发展,特别是科斯定理和环境外部性理论的提

出,为市场机制引入环境规制提供了理论依据[3]。
与命令控制型规制依赖政府强制执行不同,市场激

励型规制强调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和社会主体

自主履行环境责任,是一种“双向反馈-动态均衡”的
适应性调节机制。市场激励型规制的运作本质上

是环境治理从行政干预向制度性重构的范式跃

迁[4],其核心在于通过环境要素的产权界定与交易

权利的制度化,将生态负外部性转化为可量化的市

场信号,这些信号成为调控企业行为的关键手段,
且它们并非孤立运作,而是通过经济与行为双重路

径传导其影响[5]。并且,市场激励型规制的有效性

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工具与市场行为之间的

协同互动[6],包括补贴型工具、价格型工具等[7],这
些政策工具的交互作用不仅影响单个企业的决策,
还通过行业竞争动态、供应链网络效应以及投资者

行为改变市场生态,使市场激励型规制的影响超越

单一企业层面,逐步塑造整个行业的绿色发展

路径[8]。

2 当前环境规制的运行现状与综合模式
2.1 当前环境规制的运行现状

近年来,环境规制体系经历了从单一行政命令

向多元协同治理的深刻变革,逐步形成了行政规

制、市场激励与信息规制并行的复合治理体系。政

府通过排放标准、排污许可等手段强化行政管控,

同时引入碳市场、排污权交易、绿色金融等市场机

制,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减排动力。“双碳”战
略 背 景 下,碳 定 价、ESG(environmental-social-
governance)投资等工具作用日益突出[9]。与此同

时,信息规制与公众参与的兴起正在重塑环境治理

格局。信息披露、企业社会责任(corporatesocial
responsibility,CSR)报告、环境信用等机制增强了

公众监督与企业环境责任意识,推动共治格局形

成。然而,多元规制间协同仍不充分,地区执行能

力差异、企业应对不一等问题制约了整体治理效

能[10]。在此背景下,软性调控与规制工具协同亟须

加强,以提升环境治理绩效。
2.2 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软性调控

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软性调控机制,是通过

环境信息的透明化与社会压力的市场化传导,重构

企业环境行为的激励结构,将传统规制中政府与企

业的二元博弈,扩展为“政府-企业-社会”三元动态

互动,通过信息赋能与声誉约束实现环境治理的

“去中心化”调节,形成“制度嵌入-信息扩散-行为响

应”的新型治理范式[11]。这一机制的运行逻辑始于

政府通过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将企业隐性环境行为

显性化,使其转化为可观测、可验证的公共信息[12]。
与此同时,社会主体通过媒体舆论监督、环境公益

诉讼及公众参与式监测等渠道,构建覆盖企业全生

命周期的声誉监督网络。当企业环境行为偏离社

会预期时,市场通过资本成本上升、客户群体流失

及合作伙伴撤资等市场化惩戒手段,倒逼其重新权

衡环境投入与声誉资本损益。在此过程中,政府角

色从直接规制者转变为制度供给者与信息中介,社
会力量则通过自组织监督形成非正式约束力,通过

“信息流-声誉场”的耦合作用,二者共同推动企业

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优化环境决策。
2.3 多元化规制工具的协同效应

当前环境规制体系呈现多元化工具协同运作

的格局,融合了硬性规制与软性治理的优势,实现

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全方位约束与激励。命令控制、
市场激励与信息公开三种模式各有优劣,相互补

充,共同作用于整个环境治理系统。传统的命令控

制型规制虽能提供明确的排放标准和执法依据,却
在复杂多变的经济与环境情境中面临灵活性不足

的问题。市场激励型规制通过价格信号与经济激

励推动企业主动减排与技术创新,然而,当信息不

对称或市场竞争结构不完善时,其效果也会打折

扣[4]。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则利用社会监督和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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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力,在治理体系中补足前两者在动态反馈上的不

足,使得企业的环境行为不仅受政策和经济激励的

约束,也要面对公众舆论与声誉风险的考量[16]。三

种规制工具之间的交叉与耦合,构成一种综合的治

理框架,通过不同路径与机制彼此补强,增强整体

治理效能[17]。在这一框架中,政府、企业、公众以及

第三方机构四类主体共同形成多层次的治理网络,
实现跨层次、跨部门的协同治理[18]。环境治理并不

是一成不变的刚性体系,而是一个需要持续迭代与

差异化调适的过程[19],由此形成的“因地施策、因时

制宜、差异施策、动态调整”的外部机制,既能保持

宏观政策目标的连贯性,又能适应区域与行业的多

元需求,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同进化。

3 智能治理时代下的环境规制新模式
3.1 智能治理兴起的理论基础与驱动因素

随着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

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,环境规制正迈向一个

全新的智能治理时代。这一新模式不仅在技术手

段上实现了跨越式提升,同时在治理理念和体制

机制上也将发生深刻变革,迫使环境治理向更为

精准、动态和自适应的智能治理模式转变[20]。一

方面,智能治理依托海量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整合,
突破了传统规制中数据更新不及时、信息不透明

的瓶颈;另一方面,借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

术,环境风险预测、异常检测和预警能力得到大幅

提升,为监管部门提供了及时干预的科学依据。
此外,区块链技术在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和提升信

息透明度方面的应用,也为市场激励型规制传递

精准信号提供了技术支撑。政策层面上,“双碳”
目标和绿色发展战略为智能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政

策导向,促使政府加快建设跨部门、跨区域的信息

共享平台,推动环境监管从事后处罚向过程控制

转变[21]。同时,智能治理还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

了技术和市场双重激励,通过智能监测系统和自

动化执法手段,企业在降低环保成本和提升竞争

力方面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。
3.2 智能治理如何重塑环境规制体系

智能治理技术的引入使得环境规制体系更加

实时、动态和精准,政府、企业、市场、公众和第三方

机构在环境治理中的互动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变

革[22]。传统环境规制依赖企业定期报送数据,监管

部门基于历史信息调整排放标准,并通过人工巡查

发现违规行为。这种模式不仅信息更新滞后,而且

执行成本高,污染治理往往处于被动响应状态。相

比之下,智能治理引入物联网、卫星遥感和无人机

巡检,实现全天候污染监测,使政府能够实时掌握

环境数据,并借助人工智能预测排放趋势,从而动

态优化政策,提高调控的灵活性和前瞻性。同时,
智能执法系统结合人工智能(artificialintelligence,
AI)识别异常排放,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处罚,
极大地提高了执法效率,减少了人为干预可能带来

的漏洞。市场激励机制也随之升级,区块链技术确

保碳交易与排污权市场的透明度,智能合约实现碳

配额的自动结算,使市场调节更加精准。信息公开

和社会监督层面,智能治理依托区块链存证和开放

数据平台,使企业排放数据可实时查询,公众可通

过社交媒体及智能举报系统参与环境监督,推动政

府、企业、公众及第三方机构的多方共治[23]。
整体来看,智能治理呈现层级递进式架构,以

数据驱动为核心,依托信息技术和智能算法实现动

态优化。底层主要负责环境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存

储,中层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优化环境规

制,顶层则实现政策执行与多主体协同治理。各层

级相互联动、动态反馈,共同构建起精准、高效、智
能化的环境规制体系。
3.3 案例分析:长三角地区智能环境治理实践探

索———以苏州市为例

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系统集成与机制

创新的纵深阶段,环境治理亟须向更高水平的精细

化、智能化跃升。在此背景下,长三角地区率先探

索“数字+治理”路径,将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一

代信息技术嵌入环境规制之中,构建具有区域特色

的“智能治理”模式。苏州市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

之一,依托其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城市治理体

系,率先推进“智能化+环保”深度融合,逐步形成

了具有代表性的以数据驱动、技术支撑、系统协同

为核心的智能环境治理模式,为区域乃至全国提供

了重要实践样本。
3.3.1 模型构建

为科学评估智能环境治理平台的实施对苏州市

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,以2018年苏州市全面启动“智
慧环保”平台作为政策冲击节点,设定2008—2023年

为观察期,采用时间断点前后差分法,对城市环境治

理绩效进行了准自然实验式评估。该平台集成了生

态环境数据的汇聚、分析与指挥,标志着苏州市环境

治理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。因此,将
2018年前后分别定义为“平台上线前期”(2008—
2017年)与“平台建设后期”(2018—2023年),构造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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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变量进行分析,以验证智能治理机制对环境质量改

善的促进作用。构建的基准模型为

EGPIt =α+β1Smartt+β2Controlt+ �t (1)
式中:EGPIt 为苏州市第t年的环境治理绩效指数;
Smartt 为虚拟变量;Controlt 为控制变量合集;α为

截距项;β1、β2为相关系数;εt 为误差项。
3.3.2 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

1)变量选取

(1)被解释变量:环境治理绩效指数(EGPI)。考

虑到环境绩效具有多维度、系统性特征,本文从“水、
气、土、废、声”五大环境要素出发,分别选取具有代表

性和数据连续性的二级指标进行量化测度(表1)。
鉴于各项环境绩效指标量纲不同、分布特征各

异,且主观赋权易引入偏差,选用熵值法以客观确

定各指标的权重,计算步骤如下。
第一步,极差标准化处理。根据各指标的属

性,分别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标准化。
正向指标:

Zij = Xij-minXj

maxXj-minXj
+0.01 (2)

负向指标:

Zij = maxXj-Xij

maxXj-minXj
+0.01 (3)

为避免因部分变量取值为0而导致对数函数无

法计算,从而影响熵值与权重的准确估计,对所有

标准化结果加上0.01进行非零化处理。其中,Zij

为第j 项指标在第i 年的标准化值,maxXj 和

minXj 分别为该指标在样本期内的最大值与最

小值。
第二步,将标准化后的数据Zij 转化为占比

Pij,计算表公式为

Pij = Zij

∑
n

i=1
Zij

(4)

式中:n为样本年度总数;Pij 表示第j个指标在第i
年度中的占比。

第三步,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。

Ej =- 1lnn∑
n

i=1
PijlnPij,Pij>0 (5)

第四步,计算冗余度Dj。
Dj =1-Ej (6)
当指标熵值越小、冗余度越大,表示该指标对

综合评价的区分度越高。
第五步,计算各指标权重Wj。

Wj = Dj

∑
m

j=1
Dj

(7)

式中:m为指标总数,取m=10。
第六步,求第i年度的环境绩效综合指数

EGPIi。

EGPIi =∑
m

j=1
WjZij (8)

熵值法测得的苏州市2008—2023年对应的

EGPI,即环境绩效综合指数如图1所示。
(2)解释变量:考虑到苏州市“智能环境治理平

台”自2018年起正式建设运行,设虚拟变量Smartt,
当年份为2018年及以后,Smartt=1,否则为0。

(3)控制变量:为排除经济社会变动带来的干

扰因素,参考已有研究,引入以下年度控制变量:
年GDP总量(lngdp)、第二产业占比(sec)、环保支出

占比(env)、人口密度(lnpop)。
各变量指标详细说明如表2所示。
2)数据来源和处理

数据主要来源于《苏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》
《苏州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》《苏州市统计年鉴》及
生态环境局公开数据库。考虑部分年份个别指标

缺失,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合理补充,并对关键年

份设定截面核查,确保数据一致性与分析科学性。

表1 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指标属性

水
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率/% 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标准的水体占比 正向

城市污水处理率/% 城市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的占比 正向

气
PM2.5年均浓度/(μg·m-3) 年均细颗粒物浓度 负向

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/% AQI为优或良的天数占比 正向

土
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/个 全市土壤环境监测网络中布设的监测点数量 正向

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达标率/% 达到国家/地方标准的监测点的比例 正向

废
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/% 工业固废被回收利用的比例 正向

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/万t 城市生活垃圾通过焚烧、填埋等无害化方式处理的数量 正向

声
区域环境噪声均值/dB 城市各功能区平均环境噪声值 负向

道路交通噪声均值/dB 白天主干道路的交通噪声平均值 负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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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2008—2023年苏州市环境治理绩效变化趋势

表2 控制变量

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指标释义

地区生产总值 lngdp
苏州市年度地区生产总值,取自然对

数处理

第二产业占比 sec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

环保支出占比 env
年度财政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

支出比例

人口密度 lnpop
常住人口密度(人/km2),取自 然

对数

3.3.3 基准回归结果与趋势检验

表3显示了智能环境治理平台上线前后对苏州

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。列(1)为基准模

型,仅引入核心解释变量Smart,即是否处于平台上

线后的时间段。结果显示,Smart系数为0.458,在
1%的水平上显著(P<0.01),表明智能治理平台的

实施显著提升了苏州市环境治理绩效,且提升幅度

较大。列(2)进一步引入地区生产总值(lngdp)、第
二产业占比(sec)、环保支出占比(env)以及人口密

度(lnpop)等控制变量,Smart的系数依然为正

(0.122),并在1%的水平上显著,说明控制其他干

扰因素后,智能治理平台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依

旧稳健。其中,lngdp和lnpop的系数显著为正,分
别在1%和5%的水平上显著,表明经济发展与人口

聚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强环境治理能力;sec的

系数同样在1%的水平上显著为正,反映产业结构

优化对环境绩效提升的重要作用;而env虽未显

著,但其系数为负,符合“财政支出具有滞后效应”
的预期。列(3)进一步引入上述控制变量的一期滞

后项,以考察政策效果的时滞性。回归结果显示,
Smart变量仍在10%的水平上显著为正,且所有控

制变量滞后项均在1%、5%或10%的显著水平上正

向影响EGPI,进一步表明环境治理绩效提升可能

具有一定的“反应迟滞”特征,特别是政策与投入需

表3 基准回归结果

变量
(1) (2) (3)

基准回归 控制变量回归 滞后一期回归

Smart
0.458***
(0.071)

0.122***
(0.043)

0.094*
(0.066)

lngdp -
0.722***
(0.151)

-

sec -
1.849***
(0.505)

-

env -
-0.489
(0.298)

-

lnpop -
0.884**
(0.342)

-

L_lngdp - -
0.429***
(0.131)

L_sec - -
1.306**
(0.464)

L_env - -
0.720*
(0.324)

L_lnpop - -
1.204***
(0.251)

常数项
0.177***
(0.011)

-13.734***
(1.671)

-13.169***
(1.884)

R2 0.825 0.986 0.987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10%、5%、1%的显著性水平;括号内为稳健

标准误。

经一定时间才能显现效果。整体来看,模型的R2

从基准回归的0.825提升至0.987,解释力显著增

强,结果进一步验证了“智能治理平台”的实施在提

升城市环境治理绩效方面具有显著且稳健的实证

支持。
  为进一步探究“智能治理平台”建设对苏州市

环境绩效的影响动态及其时间分布特征,基于事

件研究方法构建多期响应模型,绘制图2所示的

政策响应系数变化趋势,考虑到图示清晰性及动

态效应检验的核心目的,本文在绘图时仅保留了

2018年前后各5年的数据,即2013—2023年作为

分析窗口。
由图2可知,政策实施前(2013—2017年)环境

绩效变化总体平稳,估计系数波动较小,误差区间

普遍跨越零轴,表明平台上线前环境治理绩效未出

现系统性趋势变化。自2018年起,EGPI的估计系

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,平台实施后第1~5年对环境

绩效的边际影响分别为0.21、0.35、0.44、0.57和

0.69,且在1%的水平上显著,表明“智能治理平台”
的实施对提升苏州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且递

增的正向作用。该动态变化趋势进一步支持了前

述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,也显示政策影响具有持

续发酵和累积效应的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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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政策响应系数变化

3.3.4 作用机制

为进一步识别智能环境治理平台影响环境绩

效的微观作用机制,构建中介效应模型,聚焦“信息

透明度提升(ITR)”与“执法强度增强(EIN)”两条

政策传导路径展开机制检验。理论上,智能平台通

过环境数据集成与智能化信息发布,增强政府-企
业-公众之间的信息对称性,进而提高治理透明度;
同时,平台提升了执法响应效率与靶向精准度,有
望强化环境规制的约束力。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。
  回归结果表明,智能平台的建设显著提高了环

境治理过程的信息公开水平[表4列(1)],Smart变

量在ITR回归中呈现0.220的正向效应,且在1%
的水平下高度显著,表明智能平台通过集成环境数

表4 作用机制回归结果

变量 (1) (2) (3) (4)

Smart
0.220***
(6.02)

0.133***
(4.69)

-0.037
(-0.42)

-0.028
(-0.53)

ITR - -
0.720**
(2.37)

-

EIN - - -
1.124***
(3.57)

lngdp
0.377**
(3.44)

0.594***
(8.06)

0.451**
(2.30)

0.053
(0.23)

sec
0.512
(1.43)

0.698
(2.18)

1.481**
(2.99)

1.064*
(2.17)

env
-0.072
(-0.34)

-0.029
(-0.19)

-0.438
(-1.12)

-0.458
(-1.69)

lnpop
0.783**
(3.67)

0.482**
(2.54)

0.297
(1.01)

0.320
(1.40)

常数项
-9.128***
(-7.27)

-9.101***
(-7.89)

-7.157**
(-2.81)

-3.501
(-1.48)

R2 0.993 0.995 0.991 0.993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10%、5%、1%的显著性水平;括号内为

t值。

据与实时信息披露渠道,增强了政府-市场-公众之

间的信息公开程度。在执法强度路径上[表4
列(2)],Smart同样展现显著的正向影响,说明智能

治理平台有效提升了环保执法的频率与响应效率。
信息透明与执法强化的双重推进,为环境绩效改善

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进一步引入中介变量后,ITR
[表4列(3)]与EIN[表4列(4)]在解释EGPI变化

时均表现积极且显著的影响。ITR系数为0.720,
在5%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;EIN系数达到1.124,
并在1%的水平下高度显著,验证了智能平台通过

提升信息透明度和执法强度两条机制路径,间接促

进了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。需要注意的是,引入中

介变量后,Smart对EGPI的直接效应均不再显著,
进一步印证了机制变量在政策效应传导中的关键

角色。
3.3.5 结果讨论与小结

苏州市案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智能治理

平台在环境规制体系转型中的积极作用。一方面,智
能治理平台的建设显著提升了环境绩效水平,且政策

效应呈现持续强化、动态积累的特征,这不仅印证了

智能化手段在提升环境治理精准性与响应速度方面

的显著优势,也反映信息技术驱动下治理模式自我强

化、自我优化的内生逻辑。另一方面,机制检验结果

表明,环境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与执法强度的增强是智

能治理平台发挥作用的两条关键路径。前者通过打

破政府与社会、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,强化了治理

过程的公开性与问责性;后者则依托智能监测与自动

执法系统,增强了规制的刚性与及时性,降低了传统

执法中的滞后与执法成本。

4 结论与展望
本文围绕环境规制的演化逻辑,系统梳理了命

令控制型、市场激励型、信息公开型到智能治理型

的转变脉络,揭示了不同阶段环境规制模式在治理

理念、工具运用及制度逻辑上的深层变化。在此基

础上,以苏州市为例,以智能环境治理平台为切入

点,系统分析了其对环境绩效提升的影响机理与实

证效果。结果表明,智能治理作为环境规制体系的

重要创新,能够有效赋能治理过程的数字化、智能

化与协同化转型,推动环境治理模式从静态应对向

动态优化演进。
然而,智能治理作为新兴模式,在推广应用过

程中仍面临数据安全、法律规范滞后、跨部门协同

不足及社会接受度等多重挑战。未来,需从以下几

个方向着力深化智能环境规制体系建设:一是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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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与隐私保护框架,夯实智能治

理的法律与制度基础;二是推动信息技术与治理体

系的深度融合,提升跨部门、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协

同能力与系统韧性;三是完善公众参与与社会监督

机制,增强智能治理的透明性与公信力;四是加强

智能算法的可解释性与适应性优化,确保智能决策

在复杂环境下的科学性与公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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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oreticalEvolutionandEmpiricalExaminationoftheIntelligentTransformationof
EnvironmentalRegulation:BasedontheExperienceofSuzhouCity

CHENBo,CAOHui
(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,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,Fuzhou350002,China)

Abstract:Inrecentyears,asecologicalcivilizationbuildingandtheshifttowardalowcarboneconomyhaveadvanced,environmentalregulation
hasbecomeanimportantpolicytoolfordrivingtheeconomy’sgreentransformation.Byanalyzingexistingliterature,theevolutionof
environmentalregulationwastracedfromcommandandcontroltomarketbasedincentivemechanisms,thentoinformationdisclosureandpublic
participation,andfinallytosmart(intelligent)governance,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andinstitutionallogicwereclarifiedandthe
characteristics,achievementsandshortcomingsofresearchateachstageweresummarized.Onthisbasis,theconstructionoftheintelligent
environmentalgovernanceplatforminSuzhouwasselectedasacase.Usingaquasinaturalexperiment,theimpactandmechanismsofintelligent
governanceonenvironmentalperformancewereempiricallytested.Thefindingsshowthatbyenhancinginformationtransparencyand
enforcementintensity,thesmartgovernanceplatformsignificantlypromotessustainedimprovementsinenvironmentalgovernanceperformance
andexhibitsadynamicoptimizationpattern.Finally,consideringpracticalchallengesandfuturetrends,pathwaysareproposedforfurther
developingintelligentgovernancewithintheenvironmentalregulationsystem.
Keywords:environmentalregulation;commandandcontrol;marketincentives;smartgovernance;institutionalevolu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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